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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与“现章”：
垂帘听政时的军机处职权

刘文华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同治帝、光绪帝皆年幼继位，不能履行处理国家政务的职责，皇
太后两次垂帘听政。 其间，皇太后对军机处的依赖远超以往，军机处的职权遂有比较

大的扩张。 在文书处理上，军机处在内外奏折、题本、秋审黄册等重要文书上预先拟

旨；在官员任用上，军机处不再呈递空名谕旨，而是对各部尚书、侍郎及各省布政使、按
察使开单请简，还取得了各省密考折片单的阅看权。 军机处的这些职权大部分沿续到

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以后，对光绪朝中后期乃至宣统年间的政局产生深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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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雍正年间设置的军机处，是辅佐皇帝治理朝政最重要的机构，其职掌主要是“掌书谕旨，
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①，规定颇为笼统。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病逝，年幼的载淳继位。 其后，先是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辛
酉政变”后改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然而，由于皇太后政治阅历浅、经验不足，垂帘听政时对军

机处的依赖超过此前各朝，军机处的职权因而有了明显扩张。 晚清官员何刚德认为：“两宫初政，
春秋甚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 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书之谕，即军机之谕，此亦事实之不可

掩者也。”② 直隶总督陈夔龙也指出：“国朝官制，军机处为最要，始设置于雍正朝，历五世至咸丰。
尔时天子当阳，乾纲独断，任是差者不过秉承意旨，撰拟诏谕，靖共夙夜，即为尽职……厥后两宫垂

帘，亲贤夹辅，一国三公，事权不无下移。”③ 显然，两位官员都认为当时军机处在朝政处理中权力

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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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军机处的创设及乾嘉年间军机处职权的形成与完善，学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① 有

关垂帘听政时期军机处的职权问题，宋希斌的著作虽有专章进行探讨，但主要关注权力争夺、人事

斗争下军机处整体权力消长，基本未涉及其职掌。② 袁野的专著以实录、上谕档所载案例为基础，
从掌书谕旨、军事、司法、外交四个方面比较了咸同时期军机大臣职掌与乾隆朝的不同，并论述了同

治年间太后垂帘与亲王军机大臣辅政体制的确立，但失于笼统，难以细致全面地揭示咸同时期军机

处职权的变化。③ 李文杰的论文虽然涉及垂帘听政时的中枢权力运作，但重点关注皇权变迁。④

总体而言，垂帘听政时期事权下移到何种程度，军机处职权扩张到什么范围，学界还缺乏坚实研究。
究其原因，可能还是由于史料不够充分，因此必须深入挖掘资料。 如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同治

帝亲政之前，恭亲王奕等拟奏的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就值得注意。 类似的清单，在光绪十二年

（1886）年底光绪帝亲政之前，及光绪十四年（1888）年底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之前，军机处都有过

上奏。 既称“应复旧制”，则表明“现章”与“旧制”不同。 辨析其差异，可以对垂帘听政时的军机处

职权有大致认识。 本文依据这几份清单，结合两次垂帘听政章程，以及当时的军机处上谕档、随手

登记档等档案与时人日记、笔记中有关当时朝政处理的资料，从清廷中枢权力运作的角度对此进行

细致探讨。

一

在细致考察垂帘听政期间军机处职权之前，有必要对同治帝亲政、光绪帝亲政及慈禧太后归政

光绪帝前的这几份军机处呈递的应复旧制清单或亲政、归政条款的背景、主要内容进行简要阐述。
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下旨明年正月皇帝亲政：“着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

期举行皇帝亲政典礼，一切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着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敬谨妥议

具奏。”⑤

十月二十二日，恭亲王奕领衔上“奏为遵旨会议皇上亲政及应复旧制条款缮单呈览事”折，
称：“臣等钦承明诏饬将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敬谨妥议，臣等详稽旧制，悉心参酌，谨将妥议条

款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发下交与各衙门敬谨遵办。 嗣后如有应行增易之处，即由各衙门

查照旧制随时奏明请旨。”该折最后声明，“此折系内阁主稿”。⑥ 折后附有清单（下文称同治帝亲

政条款），以“亲裁大政”为核心，共 9 条，包括：（一）大祀、中祀、群祀；（二）谒陵、御门、临雍、经筵、
耕耤等典礼；（三）万寿、令节典礼；（四）庆贺表文及请安折；（五）皇帝召见办事；（六）官员引见；
（七）官员除授；（八）钦命试题；（九）朝审勾到。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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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彬菊著，董建中译：《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5—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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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恭亲王奕还领衔上“奏为查明皇上亲政军机处应复旧制各事宜事”折，折中首先称：
“窃前于本年九月二十日钦奉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懿旨于明年正月举行皇帝亲政典

礼，一切应复旧制之处令臣等会议具奏，臣等已会同各该衙门敬谨妥议，另折奏闻。”此即前面提及

的内阁主稿折。 恭亲王等接着奏称：“伏思臣等备员枢府，所有应办各事均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听

政，巨细躬亲，随时指示，俾得有所遵循……兹于明年正月皇上亲政，军机处应复旧制各事宜谨缮清

单恭呈御览，自应悉复旧章，以昭画一。 其余如有应行声明请旨之处，由臣等查明随时奏请办

理。”① 折后附有“军机处应复旧制各事宜清单”，共 16 条，即：（一）内外臣工折奏；（二）京内折

件；（三）满汉各缺简放；（四）满汉尚书侍郎简放；（五）各省藩臬简放；（六）寄信谕旨酌定里数；
（七）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等报匣押封；（八）巴图鲁名号；（九）各项考试试题；（十）清字谕旨与奏

片；（十一）更换新疆大臣名单与应放副都统名单；（十二）内阁本章；（十三）各省密考折片单；
（十四）军机处奏片呈递；（十五）引见特旨录用；（十六）秋审勾到。②

通看这两份清单内容，两者有很大不同。 有学者将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称为“军机处、内阁拟

定皇帝亲政后《归复旧制清单》”③，显然并不准确。 军机处、内阁（实际上还应包括六部九卿）拟定

的是皇帝亲政条款，针对的是朝政全局，比较概略；而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主要针对的是与军机处

有关的事宜，且规定更加细致。
同治帝亲政后不久病逝，年幼的光绪帝继位，两宫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 光绪十二年六月，慈

禧太后决定明年光绪帝亲政，下旨：“着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 所有应行事

宜及应复旧制之处，着各该衙门敬谨查照成案奏明办理。”④ 经醇亲王等人几番劝谏，慈禧太后仍

然决定光绪帝于明年亲政，不过自己再训政数年后再行归政。 于是，京内各衙门纷纷查奏皇帝亲政

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 如内阁奏报应行验放、验看人员是否循例归复旧制⑤，吏部、兵部分别

奏报文职、武职此前办理引见验看、验放人员是否恢复旧制⑥，刑部奏报勾到事宜是否仍复旧制⑦，
理藩院则奏报内外扎萨克汗王等及理藩院所属应行引见各员是否恢复旧制。⑧

其中，最重要的是军机处奏折。 十月十七日，军机处奏称：“伏查明年正月皇上亲政、皇太后训

政，所有应否归复旧制事宜叠据内阁等衙门分折具奏请旨，臣等亦查照前届条款缮单呈览，均奉懿

旨发下，并面谕臣等将应行酌复旧制或变通办理及暂缓举行各事宜公同酌议，另拟条款具奏，请旨

遵行。”条款（下文称光绪帝亲政条款）共 21 条，即：（一）谒陵、临雍等典礼；（二）中祀、群祀；
（三）万寿、元旦等大典；（四）召见、引见；（五）请安折；（六）验看、验放等改引见；（七）各项考试

题目；（八）内外臣工折奏；（九）京内折件；（十）满汉各缺简放；（十一）满汉尚书侍郎及各省藩臬

简放；（十二）武殿试；（十三）兵部奏派查斋大臣；（十四）勾到事宜； （十五）引见特旨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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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各省密考折片单；（十七）清字谕旨、奏片，更换新疆大臣名单与应放副都统名单；（十八）寄
信谕旨酌定里数；（十九）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等报匣押封；（二十）巴图鲁名号；（二十一）军机处奏

片呈递。①

值得注意的是，十月二十二日的军机处上谕档，又将这份亲政条款分为“亲政事宜不发抄各

条”及“亲政事宜发抄各条”。② 所谓发抄，就是发交内阁公开传抄，不发抄即不公开。 不发抄的共

10 条，包括第九、十、十一条及第十五条至第二十一条；发抄的共 11 条，包括第一条至第八条及第

十二、十三、十四条。 比对可知，不发抄的 10 条与同治十一年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 16 条所涉内容

范畴大致相同，只不过将一些条目合并，当然有些具体规定有所不同；而发抄的 11 条与同治帝亲政

条款 9 条基本相同，但缺少官员除授一条，增加了武殿试及兵部奏派查斋大臣两条。 总体而言，不
发抄的各条涉及核心权力运作，而发抄的各条主要关注仪式性内容。

训政两年后，慈禧太后决定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归政，“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应行典礼事宜，
着各该衙门敬谨酌议具奏”。③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军机处奏称：“明年二月恭逢归政大典，
除业经归复旧制各事无庸另议外，现在应办之事有应归复旧制者、有仍应暂为变通者，臣等悉心商

酌，并与醇亲王面商意见相同，谨拟条目，恭候钦定。”折后附拟条目（下文称光绪帝归政条款），共
16 条，包括：（一）临雍、经筵、御门等典礼；（二）请安折；（三）引见人员旨意；（四）各项考试钦命题

目；（五）内外臣工折奏；（六）京内折件；（七）外省折报事由单；（八）简放官员；（九）满汉尚书侍郎

及各省藩臬简放；（十）武殿试；（十一）兵部奏派查斋大臣、八旗吹演海螺；（十二）勾到事宜；
（十三）各省密考折片单；（十四）清字谕旨、奏片，更换新疆大臣名单与应放副都统名单；（十五）寄
信谕旨酌定里数；（十六）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等报匣押封。④

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帝亲政时，慈禧太后不再令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共同议奏亲政

条款，而是令各衙门将与本机构相关的亲政事宜各自具奏，然后自己裁定允准与否。 这显示了慈禧

太后权威的提升。 另外，这也促使了光绪年间由军机处拟制的亲政条款、归政条款的出台，加上同

治年间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由此在同一层面上通过比较咸丰朝以前的“旧制”与两次垂帘听政时

的“现章”，从而探讨军机处的职权，成为可能。
对比同治十一年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及光绪帝亲政条款、归政条款，军机处应遵循的过往

“旧制”与暂行“现章”之间差异颇多，以下将其中与国家政务处理联系紧密的部分大致分为两类加

以阐述，一为文书处理，二为官员任用，其他主要为具体事务性规定（如寄信谕旨由皇帝酌定里数、
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等报匣朱笔押封及谕旨清单应否用满语等），因并不涉及军机处重要职权，本文

就不再展开讨论。

二

处理折奏，拟制上谕，是清代军机处最重要的职责。 咸丰朝以前，军机处在皇帝的直接指导下，
主要处理外折及部分重要京内奏折。 但在垂帘听政时期，情况有了不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内外臣

工折奏、京内折件、秋审黄册的处理上。 其实内外臣工折奏与京内折件在分类上有重合之处，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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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世铎等奏为遵旨酌拟皇上亲政皇太后训政应否归复旧制条款事》 （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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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所拟清单、条款中却将它们分别列出，这是因为两者的处理方式不同，而军机处在其中扮演

不同的角色。
（一）内外臣工折奏

清代内外臣工折奏，由奏事处直接口头传旨外，一般是由皇帝朱批旨意，发下执行。 同治朝军

机处应复旧制清单规定：“内外臣工折奏有应批示者，均请朱笔批示。”① 这是恢复咸丰朝以前旧

制。 而垂帘听政时期的处置方式，则大不相同。 同治十二年（1873）以前两宫皇太后第一次垂帘听

政时内外臣工折奏的处置方式，已有学者研究得比较清楚②，此处不再赘述。 光绪前期皇太后第二

次垂帘听政时内外臣工折奏的处理模式，既有研究尚未重点关注，下文进行详细论述。
概言之，第一次垂帘听政时的奏折批语，由军机大臣“查照旧章敬谨缮拟”③后，呈递皇太后阅

看同意，发下由军机处缮写在奏折上。 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奏折末尾的“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同
治四年恭亲王奕罢议政王名号后，改为“军机大臣奉旨”）。 这些奏折批语，由军机大臣提前预

拟，以奏片的形式呈递皇太后批准。 奏片一般是介绍对当日发下折报处理的总体情况，解释对某些

较重要折片的处置缘由，并声称对折片进行“拟批”，此外，还附有所拟的明发谕旨、寄信谕旨稿。
奏片中所称的“拟批”，暂不清楚是每件奏折拟写一旨意批条（类似内阁票签），还是以清单形式罗

列发下奏折事由并拟写批语。
同治帝亲政后，奏折仍由皇帝朱批。 不过，由于同治帝不久病逝，年幼的光绪帝继位，两宫皇太

后第二次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至七年（1875—1881）三月初九日的发下折报是否仍由军机处以呈

拟奏片的方式请旨处理，目前尚不能确定。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时内外臣工折奏仍由军机处拟

批，这可以从军机大臣李鸿藻的记录中得到证实。 据光绪七年三月初七日李鸿藻日记记载：“李鸿

章自陈感悚一折，拟批：‘览奏已悉，该督惟当慎益加慎，用副倚畀之重，至时势艰难，任事不易，朝
廷自能曲谅苦衷也’。”④ 查核当日军机处随手档，这确实是李鸿章“沥陈感悚下忱由”一折的旨

意。⑤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开始，军机处又呈递奏片处理发下折报。 据李鸿藻记载：“东圣欠安，军
机未召见，外起皆撤，折片皆写奏片请旨。”⑥ 军机大臣王文韶也记载：“东圣欠安未愈，未叫起，办
事递奏片，韶入直后第一次也。”⑦ 同日随手登记档也记载军机处呈递“奏片一件，发下折报拟旨

由，旨依议”。⑧ 李鸿藻所称的“折片”，就是随手档中记载的“发下折报”；王文韶所称的“办事”，即
是对发下折报的处理。 而呈递奏片的原因，是“东圣欠安”，即慈安太后病重。 光绪六年、七年间慈

禧太后身体欠佳，长期养病，主要是慈安太后单独召见军机大臣，处理朝政。 当慈安太后亦病重后，
不能召见军机大臣，而光绪帝当时年仅 11 岁，尚无法承担召见办事之责，就只能采取由军机大臣呈

递奏片的方式处理折报。 王文韶日记中说以呈递奏片的方式处理发下折报，是“韶入直后第一次

也”。 而王文韶是在光绪四年五月入值军机处，说明光绪四年五月至七年三月，军机处都不是以呈

递奏片的方式处理发下折报。
光绪七年三月后，军机处一直是以呈递奏片的方式处理发下折件。 光绪十三年（1887）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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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亲政。 在光绪帝亲政条款中规定：“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
呈慈览发下。”① 似乎要完全恢复咸丰朝以前的朱批折件旧制，而实则不然。 皇太后、皇帝发下折

报，其中有些已经朱批，有些未朱批，而未朱批的折件，仍然是军机处拟批（批条）进呈，然后由皇帝

依据军机处拟批进行朱批。 如归政前一天的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处依然呈递奏片称：“蒙
发下折件已奉朱批九件，其余应请批示清汉折片七件分别缮拟批条呈进，恭候钦定，俟朱批发下后

钦遵办理。 其应行请旨折片四件拟于召见时请旨。 谨奏。”② 实际上，这一处置方式保留至归政之

后，如光绪帝归政条款规定：“内外臣工折奏已奉朱批之件，钦遵办理，如有发下未经批示之件，由
臣等分别缮拟批条呈进，恭候钦定，其应请旨办理者俟召见时请旨。”③

（二）京内折件

一般来说，清代京内各衙门折件，由奏事处呈递，皇帝阅看后下旨，由奏事处直接传旨交该衙门

办理，只有奉旨交下军机处的，才经由军机处协助处理。 所以同治帝亲政时，军机处提出，“在京各

衙门每日具奏折件由奏事处恭呈御览，除奉旨交下由臣等请旨办理外，其余折件仍照旧制即由该处

传旨遵行”，恢复了“旧制”。 而第一次垂帘听政时，京内折件是“由臣等（按，指军机大臣）再行覆

看”。④ 所谓“覆看”，即是在京内折件旨意正式下达前由军机大臣复核把关。 只是这些旨意是否

也是由军机大臣预拟而经皇太后认可呢？ 由于史料缺乏，尚不能确定。
同治十一年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规定，同治帝亲政后京内折件“毋庸由臣等再行覆看”，但同

治十三年（1874）七月，醇亲王奕 等又奏请早事仍交军机处覆看：

再早事交军机处覆看原系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变通办法，十余年来幸无遗误，故臣奕 前曾

陈请仍遵循办理，未蒙谕允。 臣奕 、臣伯彦讷谟祜、臣奕劻连日熟商，当此时势艰难，似可不

拘常例，请皇上思万几之不易，疏漏之堪虞，仍将早事敬循皇太后垂帘旧制，阅后仍交军机处覆

看，傥有应行更正之处，即行请旨办理，以昭核实。⑤

折中所称的“早事”，主要就是指京内折件旨意。 由此可知，京内折件旨意由军机大臣覆看一

制，在垂帘听政时一直得到执行，并且效果不错，“十余年来幸无遗误”。 同治帝亲政一年多后，逐
渐懈弛，耽于游观，处理朝政也不尽合理。 恭亲王等就称：“皇上躬亲大政以来……今甫一载有余，
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烦，谏诤建白，未蒙讨论实施，度支告匮，犹复传用

不已”，封奏“往往留中不发”。⑥ 于是，内廷重臣纷纷上折劝谏。 同治十三年五月，帝师李鸿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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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疏劝谏皇帝要读书勤政①；六月，弘德殿侍讲徐桐、广寿等上奏请“慎起居、严警卫”②；七月，军机

大臣恭亲王奕、御前大臣醇亲王奕 等奏请“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
学问”。③ 奕 等的奏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呈的。 同治帝施政的种种不当，当然在其所下旨

意中有集中体现，因此奕 等奏请恢复垂帘听政时制度，在京内折件旨意下发之前交由军机大臣覆

看，以便及时奏请纠正。 奕 等奏请是否得到同治帝的允准，暂未看到相关记录。 不过，李鸿藻、徐
桐、奕的上述诸折均未得到同治帝的允准，奕等折甚至还引起轩然大波（朱谕革去奕一切差

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后被两宫皇太后赏还），则奕 等奏请也不会被允准。
同治帝病逝后，光绪帝继位，两宫皇太后第二次垂帘听政，对于京内折件应仍采取第一次垂帘

听政时的做法。 不过，光绪七年三月，在军机处用奏片处理发下折报的同时，京内折件的处置方式

也有了重大改变。
光绪七年三月十二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奏单一件，内务府等折拟请传旨由”。④ 这里

所谓的“内务府等折”即京内折件，“拟请传旨”实际上是军机处预拟旨意，请旨允准后下发。 军机

大臣王文韶同日日记也记载：“本日起内折先交下阅看，开单拟旨进呈。”⑤ 此后，军机处即以呈递

预拟旨意奏单的形式处理京内折件。 为何在此时改变京内折件的处理方式？ 这仍是三月初十日军

机大臣呈递奏片处理发下折报的后续。 三月初九日，“东圣欠安”，军机大臣“入对不及刻”；三月初

十日，“东圣欠安未愈”，早上“未叫起”，并于“戌刻升遐”，而“慈禧太后尚未大安，未能日日召

见”⑥，加之光绪帝年幼，因此，内折才采用奏单拟旨的方式处理。
这类奏单，在清宫档案中多有保存。 如光绪八年（1882）九月十二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封奏

等折件拟旨单，内容如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封奏二件，均拟请旨传留。
礼部奏九月二十七日忌辰照例素服事，拟请旨传知道了。
又奏九月二十九日忌辰服色事，拟请旨传知道了。
又奏壬午科顺天中式举人复试日期请钦定事，拟请旨传。
又奏请派护军统领稽察中左门事，拟请旨圈出。
内务府奏九月十五日奉先殿大祭公载濂行礼事，拟请旨传知道了。
又奏查明御茶房并无太监孙英瑞其人复奏事，拟请旨传留。
中正殿奏九月十五日进养心殿唪经喇嘛名牌，拟请旨传知道了。
肃亲王隆懃卢沟桥演放炮位完竣复命并请安，拟请旨传知道了。
宗人府、钦天监、镶红三旗各奏无事，均拟请旨传知道了。⑦

当日应是礼部值日，所以京内折件主要是礼部折。 军机处阅看了当日京内折件，然后拟写了

旨意。 值得注意的是，内务府、中正殿所奏均是皇家事务，原本由皇帝直接处置，军机处并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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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而此时军机处都参与处理。 时人日记也有军机处以奏单形式处理京内折件的记载。 如军机

大臣翁同龢在光绪九年（1883）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记载：“早事八十余件，奏单入已巳初

矣。”① 由于需要处理的京内折件较多，费时较长，因此军机处直到上午九点才将预拟折件谕旨的

奏单呈上。
光绪七年三月十二日以后，京内折件均由军机处阅看后预拟旨意呈递奏单处理。 光绪十三年

初，光绪帝亲政，亲政条款中仍规定：“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暂照现章由臣等缮单请

旨。”② 所谓“暂照现章”，就是仍由军机处呈递奏单，预拟旨意。 直到光绪十五年归政时，京内折

件才终于由“皇上披阅传旨”③，恢复了旧制。
（三）秋审黄册

秋审勾到之事，人命至重，清廷自诩“慎重民命”，“刑宥乃朝廷大权”④，生杀大权必须由皇帝

行使。 嘉庆帝就说：“我朝家法，刑赏大权，悉由乾断。”⑤ 因此，勾到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同治十

一年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称：“秋审黄册内免勾人犯向不拟旨，均候谕旨遵行，应请照旧制办理。”⑥

寻绎其意，向来勾到时对于免勾人犯是遵候皇帝谕旨，而垂帘听政时则是预先拟旨。 但具体规定

如何？
据会典记载，勾到时，“届期监察御史奏勾到本，皇帝御懋勤殿（驻跸圆明园则御洞明堂）升座，

大学士、军机大臣、内阁学士祗候召入，学士奏某省各犯勾到姓名，皇帝阅汉字黄册，酌定降旨，大学

士一人遵旨勾汉字本，勾讫，奉本以出，照汉字本勾清字本，缮签进呈。 俟批写清字汉字毕，密封交

该御史恭领，即交刑部遵行”。⑦ “刑部历年秋朝审案件进呈黄册，皆系于情实重犯拟定出语，恭候

勾到，内有情稍可原者，于出语酌加声叙，仍取上裁，其免勾与否，非部臣所敢专也。”⑧ 可见，勾到

时免勾与否，恭候“上裁”，由皇帝阅看黄册后“酌定降旨”。
而同治二年（1863）奏准的“变通勾到章程”规定：“皇太后、皇帝先期于黄册内将免勾、应勾之

犯用朱笔核定，届期发交军机处，由议政王、军机大臣面交大学士等公同核对，按册照勾。 勾到前一

日趋诣内廷，如黄册内有可矜可缓应行查询之处，祗候召见垂问。”谕旨还要求，“将此条续入垂帘

听政条款内遵奉施行，数年后再复旧章”。⑨ 据此，勾到之前，“皇太后、皇帝先期于黄册内将免勾、
应勾之犯用朱笔核定”，似已经决定哪些犯人免勾、应勾，那就是已裁决下旨，又何需拟旨呢？ 变通

章程与同治朝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中的叙述似有矛盾。
同治二年十月御史张瀛的奏参，对垂帘听政时的勾到有具体的描述，或许能解释这一矛盾。 张

瀛奏称，“闻本年刑部于黄册情实出语后另行黏签，分别拟以准宽免、不准宽免字样”，他认为，这样

“于体制未协”，“宽严断自宸衷，万非臣下所能窥测”，“今傥以刑部黏签为定，则刑宥之权操之自

下，岂可不杜渐防微”，因此奏请，“嗣后勾到之年进呈黄册，仍照旧办理，毋庸黏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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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张瀛的奏请，清廷下旨：“本年刑部呈进勾到黄册，曾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

刑部逐起详核，黏签进呈，请旨施行。 原因朕在冲龄，两宫皇太后亲裁大政，是以变通办理。 至情实

各犯应决、应宽，均系该王大臣等公同详核，逐起黏签，刑部何从擅为拟议。 即如奉天省之范庭向一

犯情有可原，该王大臣等亦仅能声明双请，未敢遽恳宽宥，是生杀之权操之自上，并非竟委之于部臣

也。 张瀛于此中原委并未深悉，遽谓黄册黏签恐启刑部擅拟之渐，识见殊属胶滞，所请照旧办理之

处，俟朕亲政后自应率由旧章，此时着毋庸议。”① 也就是说，勾到之前，刑部进呈黄册中每起案犯

后有“黏签”写着“准宽免”“不准宽免”等字样，这一黏签，是由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共同核

定的。 这应该就是同治朝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中所谓的“拟旨”。 这一拟旨，应该主要还是由军机

大臣主导，而且勾到前一日，皇太后还可能召见军机大臣等，垂询“可矜可缓”之案犯。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亲政，亲政条款中规定：“每年朝审勾到事宜，拟请照例举行，由该衙门按

时题请。”② 即是“照例举行”，那就是恢复了旧例，按会典章程、仪式办理勾到。 不过，因同治帝很

快病逝，光绪帝继位，两宫皇太后第二次垂帘听政，勾到事宜延续了第一次垂帘听政时办法，仍由军

机大臣等预先拟旨。 光绪五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在日记中记载了核定勾到之事：“核看

朝审册，共二十四起，人犯三十六名，内情实五起，犯六名，缓决十起，犯二十一名，留养八起，犯八

名，不准留养一起，犯一名，拟议允当，并无签商。”③

光绪十三年初，光绪帝亲政，亲政条款中规定，“勾到事宜，拟请暂照现章办理”。④ 所谓“暂照

现章”，就是仍然由军机处预拟旨意。 光绪十四年慈禧太后归政前，醇亲王致函军机处称：“勾到关

系极重，每次案情又复不同，虽练习亦恐有误，似宜照现在变通章程多办数年为妥”⑤，建议归政之

后，勾到事宜仍延续垂帘听政时的做法。 这一意见被纳入归政条款中，“勾到事宜，拟请暂照现章

办理”。⑥ 也就是说，即使是归政之后，勾到事宜仍沿续垂帘听政时的做法，由军机大臣等先拟旨。
而刑部奏请归政后朝审勾到归复旧制一折，也奉旨“仍着暂照现在章程办理”。⑦

以上重点阐述了垂帘听政时军机处在处理内外臣工奏折、京内折件、秋审黄册中新的角色与职

责，此外，在题本处理中，军机处的角色也与此前稍有不同。 对于题本，向来是内阁票拟进呈，听候

批红，除了奉旨交下的题本之外，一般并不交由军机处办理⑧，这就是所谓的“旧制”。 同治十一年

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称：“每日内阁呈进本章，除奉旨交下由臣等请旨办理及遇有折本仍由内交批

本处照例办理外，其余本章，向不发交臣等阅看，拟请仍照旧制办理。”⑨ 即垂帘听政时，所有题本

发下前均由军机处阅看，其用意应是覆核批红旨意。 光绪帝亲政条款称：“其内阁每日进呈本章及

空名等本，亦请暂照现章办理。”○10 光绪帝归政条款仍称：“至内阁进呈本章及空名等本，拟请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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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章办理。”① 题本既是“照现章办理”，那应该就是仍交由军机处阅看把关。 因此，垂帘听政时，
军机处也辅佐皇太后全面处理题本。

三

清代皇帝自诩躬揽庶政，事皆亲裁，用人也不例外。 康熙帝说：“夫擢用人才乃朝廷之大权，非
为臣者市恩沽名所可擅行之事也。”② 乾隆帝也说：“用人乃朝廷大权，黜陟进退，惟视其人之自

取。”③ 咸丰帝则明确说：“黜陟大权，朕自持之。”④ 清代臣工同样有这种自觉：“夫用人，国家之大

权，惟朝廷得主之，从古至今，未有易也。”⑤ 但是，垂帘听政时官员任用有了一些变化，军机处深度

参与其事，包括除授简放官员，满汉尚书、侍郎及各省藩臬，引见及年终密考折片单四个方面。 其

实，满汉尚书、侍郎及各省藩臬亦属于应除授简放官员，而军机处所拟清单、条款中却把两者分开，
这是因为军机处在其中有着不同的职责。 除授简放官员一条关注的是中高级官员的任命方式，即
是否需要呈递空名谕旨，听候朱笔简任；而满汉尚书、侍郎及各省藩臬一条，针对的是任命前是否需

要进单的问题。
（一）除授简放官员

清代较重要的中高级官员，一般是请旨简放。 简放时，军机处缮写空名谕旨，提请皇帝朱笔填

写任命；如果在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已经有旨简放某人，则军机处缮写谕旨呈递述旨。 但垂帘听政

时，这一流程有所变更。 据垂帘听政章程规定：“除授大员、简放各项差使，拟请将应补、应升、应放

各员开单，由议政王、军机大臣于召见时呈递，恭候钦定，将除授简放之员钤印发下缮旨。”⑥ 在实

际的政务处理中，也确实是这样执行的。 如同治五年（1866）九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奏称：“蒙发下

折报计折片十九件，谨分别拟批呈递。 所有云南迤西道一缺应俟召见时请旨简放。 是否有当，伏候

圣裁。”⑦ 两宫皇太后发下的折件，一般都拟批进呈。 但是，云南迤西道员人选是等候皇太后召见

军机时确定。
同治帝亲政时，亲政条款规定：“除授大员、简放各项差使，拟请仍照旧制，分别题奏及开单进

呈，恭候皇上命下”⑧；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也规定：“满汉各缺遇有应请旨简放者，仍照旧制，分别

缮写清汉字空名谕旨，恭候朱笔简放；如召见时业经承旨简放某人，即由臣等照例缮写谕旨呈

递。”⑨ 恢复了旧制。
咸丰朝以前，上谕档中有大量军机处呈递空名谕旨的记载。 然而，在第一次垂帘听政时，鲜见

军机处呈递空名谕旨。 也就是说，垂帘听政时大多数重要官缺是在皇太后召见军机大臣时确定简

放人选，然后军机处缮写谕旨述旨，得到允准后发抄宣布。 同治帝亲政时，部分恢复了呈递空名谕

旨之制。 但同治帝很快就病逝，两宫皇太后第二次垂帘听政，在简放请旨满汉缺时，又恢复了垂帘

之制。 光绪十三年初，光绪帝亲政，亲政条款规定：“满汉各缺遇有应请旨简放者，拟照旧制，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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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写清汉字空名谕旨，恭候懿旨简放，朱笔填写，如召见时业经承旨简放有人，即由臣等照例缮写谕

旨呈递。”① 名义上恢复了旧制，只不过“奉朱笔”变成“候懿旨”。 但光绪十三年、十四年的相关档

案中，并未有军机处呈递空名谕旨之事，简放差缺仍然是军机大臣召见时请旨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归政条款中规定：“简放各缺拟请于召见时

请旨后，由臣等照例缮写谕旨呈进。”② 已经完全不提恢复呈递空名谕旨旧制之事，而是仍然延续

“现章”，即在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决定。
表面上看，“旧制”与“现章”的差异在于是否呈递空名谕旨，是否朱笔简放。 但其实关键之处

在于，按照垂帘听政章程，简放差缺是在召见时由军机处开单钦定，既然是在召见时请点，则皇太后

一般会咨询军机大臣的意见。 如光绪九年九月，广东巡抚裕宽因病奏请开缺，清廷谕令以广西巡抚

倪文蔚调补。 在确定广东巡抚接任人选时，据军机大臣翁同龢记载：“上意不以倪调为然，然高阳

力奏以为可，遂定。”③ 高阳即军机大臣李鸿藻，显然，慈禧太后起初对倪文蔚调补广东巡抚并不认

可，但由于李鸿藻极力推荐，慈禧太后最后接受了李鸿藻的意见。 由此可见，垂帘听政时期，军机大

臣在人事任命中有重要影响。 而在咸丰朝以前，简放各缺时，军机处先缮写空名谕旨呈递，最终由

皇帝在空名处朱笔填写官员名字，完成任命。 因此，对于简放人选，皇帝有时可能会询问军机大臣

的意见，但更多时候，尤其任命重要官缺时是乾纲独断。
（二）满汉尚书、侍郎及各省藩臬

各部满汉尚书、侍郎是一二品大员，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也是省级要员，如有缺出，一般是由皇

帝特简。 而在垂帘听政时期，各部尚书、侍郎，各省藩臬由军机处呈递合例人员名单，皇太后确定人

选。 同治帝亲政时，军机处奏请部分恢复旧制，“满汉尚书、侍郎缺出，遇有应升、应署者，向不进

单，仍照旧制恭候特简”，“各省藩臬缺出，无论有无候补人员，均系请旨简放，向不进单。 近来有由

督抚等保奏堪胜两司者，臣等拟与在京候补人员一并开单呈进，以备简用”。④ 即各部尚书、侍郎仍

然是不进单，由皇帝特简，而各省藩臬则仍然进单候简。
年幼的光绪帝继位后，两宫皇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各部尚书、侍郎及各省藩臬简用时仍然是延

续进单之制。 光绪十三年初，光绪帝亲政，亲政条款规定：“满汉尚书、侍郎缺出应升、应署及各省

藩臬缺出应请旨简放，今拟请暂照现章，仍由臣等开单进呈，请旨简用。”⑤ 既然是“暂照现章”，显
然是延续垂帘开单之制。 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之后，“满汉尚书、侍郎缺出应升、应署

及各省藩臬缺出，拟请暂照现章，由臣等开单进呈，恭候简用”。⑥ 已经不提恢复皇帝特简“旧制”，
而是依然“暂照现章”，即满汉尚书、侍郎及各省藩臬缺出，仍旧延用军机处进单简用之制。

此中的关键在于军机处是否进单。 清代官员铨选中，军机处开单请简是一种重要的官员任命

方式。 据会典记载，开单呈递是军机处的一项重要职责：“文武官特简者，承旨则进其名单、缺单

（文职大学士以下至京堂，武职御前大臣以下至步军、前锋、护军统领，外任将军、总督、巡抚、布政

使、按察使缺出，有旨令开列应补应升人员，即缮递名单。 盐运使缺出，有旨进单即交吏部查开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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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十员、知府十员，与军机处记名京察一等人员一体开单呈递。 其文武大臣职任多者，遇出缺应补、
出差应署者，有旨令查开管辖处所，即缮递缺单）。”“道若府记名者，遇请旨缺则奏焉（道府请旨缺，
不由铨选保题，皆系特旨简放。 遇缺出，则由军机处请旨，其或选缺道府在部无应选之人，由吏部请

旨，又或题缺道府，该省无可题之人，由督抚请旨，皆军机处进单）。”① 需要注意的是，特简官员是

“有旨令开列”，军机处才进单。 而道府请旨缺，是缺出请旨，然后军机处进单。 根据军机处上谕

档、随手档等相关档案，咸丰朝以前开单请简的主要是道府官员，对于各部尚书、侍郎等重要官员，
一般并不进单，而是听候皇帝特简。 在垂帘听政时，对于各部尚书、侍郎等重要官员，军机处也同样

开单请简。 由不开单到开单，显然，军机处的职权范围得到扩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归政前夕醇亲

王致军机处函中的一段话：“简放人员开列缺单较特旨自为周备，然量才器使不次擢用之员亦不可

为缺单所拘，是在贵处以人事君之忱，未敢妄赞者也。”② 醇亲王对军机处的“厚望”———辅佐皇帝

不次拔擢缺单之外人员，正说明军机处在人事任命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三）引见

清代引见，一般由吏、兵等各该部院堂官带领，皇帝升座，各该部院堂官呈递引见排单及绿头

签，引见官员依序进殿，跪奏履历。 皇帝根据官员履历及情貌，即时决定旨意，由该部院堂官承旨。
垂帘听政时期，引见有了重大变化，部分官员改为由王大臣验看、验放，只有较重要的官员才仍

然引见。 引见程序也有了改变，垂帘听政章程规定：“京外官员引见，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

心殿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乾清门侍卫等照例排班站立，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

单一分，并将应拟谕旨分别注明，皇上前设案，带领之堂官照例进绿头签，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

上，引见如常仪。 其如何简用，皇太后于名单内钦定，钤用御印，交议政王等军机大臣传旨发下，该
部堂官照例述旨。”③ 即引见前，由军机大臣预拟谕旨。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亲政，应行引见人员不再区分验看、验放，而是“仍照旧制，由各衙门一体带

领引见”。④ 军机处应复旧制清单还规定：“各衙门引见特旨录用人员，向不拟旨，均系候旨酌用，应
请仍照旧制办理。”⑤ 但同治帝很快病逝，两宫皇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在引见一事上仍然恢复垂帘

之制。 光绪帝亲政条款规定：“近年各衙门改归验放、验看开单请旨及暂停引见人员拟请循照旧制

一律带领引见，仍恭候懿旨遵行，排单照现章豫备。”“各衙门引见特旨录用人员，向不拟旨，均系候

旨酌用，今拟请暂照现章办理。”⑥ “暂照现章办理”，即仍然沿用垂帘听政时的做法。 光绪十五年

初，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 归政前，醇亲王致函军机处称：“归政后若即复引见旧制，仍虑降旨或

误，请暂于阅看引见后召见军机大臣按排单定妥传旨，并请随时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将应如何面

谕清语旧制详加奏请练习，计一年后即可照例办理。 如引见人员内或另行简用或格外施恩等事，仍
可留俟召见军机大臣时定拟。”⑦ 建议光绪帝引见官员不要马上降旨，而是应于召见军机大臣妥定

后再传旨，并且，如果引见人员内有另行简用或格外施恩等旨意，也应在召见军机大臣后定拟。 最

终，归政条款吸纳了醇亲王建议，规定：“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于召见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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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请旨遵行。”① 既然是“仍照现章”，那就仍然是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决定旨意，然后，再由军机处

将旨意转行相关衙门。
（四）密考折片单

各省年终密考折片单是督抚对本省两司道府等中高级地方官员的评价，是皇帝进行升迁黜陟

的重要参考。 密考折片单向来严格保密，连军机大臣也不能阅看。 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帝

就曾下旨：“各省督抚每届年终将该省司道等官切实出考，密封陈奏，朕亲加披览，即军机大臣亦不

发给阅看，原所以慎重考核，严防泄漏。”②
而在垂帘听政时期，这些密考折片单，应该是发下给军机大臣阅看处理。 同治十一年，军机处

应复旧制清单称：“每年各省密考折片单，向不发下，应照旧制，均请留中备览。”③ 表明同治帝亲政

后，恢复旧制，各省密考折件、清单，均留中。 第二次垂帘听政时，密考折片单仍交由军机大臣处理。
光绪帝亲政后，情况亦未改变。 光绪帝亲政条款规定，“每年各省密考折片单，向不发下，今拟请暂

照现章办理”。④ 既是“暂照现章”，就是仍发下交军机大臣处理。 光绪十四年年底的归政条款规

定，“每年各省年终密考折片单，向不发下，应请循照旧制留中备览”。⑤ 名义上恢复了旧制，但实则

不然。

四

光绪十五年初，虽然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而归政条款的规定，很多方面延续了垂帘听政时

的做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重出训政，这是慈禧太后第三次听

政，只是不再垂帘，而是与皇帝并坐。 慈禧太后训政时，军机处大致承继归政后的职权。 以下简要

阐述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89—1908）军机处职权状况。
对于内外臣工的折奏，光绪十五年后，虽然大多是光绪帝亲自朱批（戊戌政变后是光绪帝秉承

慈禧太后意旨朱批），但有时仍然交由军机大臣预先拟旨。 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初七日，
军机处递奏片称：“蒙发下折件，臣等公同阅看，谨拟批条呈览，恭候朱批发下。 长庚折一件、片二

件，许应骙片一件，文治折一件、片一件，荣铨折一件，均请留中。”⑥ 可见，本日折件，慈禧太后、光
绪帝交由军机处预拟旨意，然后由光绪帝朱批。 又据光绪末年军机大臣瞿鸿禨（瞿氏在光绪二十

七年至三十三年担任军机大臣）记载：“两宫每日办事，内外各折不下数十件，多时至百余件，外折

皆前一日递入，两宫览毕，有皇上即时朱批者，有留下未批者，均发下枢臣阅看，谓之早事。 同列阅

毕，先将朱批各折发交章京分别记档，其留下未批者，或酌拟批旨盛匣，夹奏单声明几件恭请朱批发

下，亦由南书房太监交内奏事太监递进，其应请旨办理者，则于入对面呈，谓之见面带上。”⑦ 其中，
军机处对“未批”折件“酌拟批旨”，即是预拟旨意。 这与光绪十三年、十四年皇帝亲政、太后训政时

的情况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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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京内折件，光绪十五年后军机处虽然不再预先拟旨，但也获得了对京内折件第一时间的知

晓权。 据瞿鸿禨记载：“每日各衙门折奏谓之内折，两宫览毕，由内奏事首领太监跪领口传谕旨或

曰知道了或曰依议，其有请旨圈派者或曰圈出，有候旨者则曰留，首领太监捧各折匣至军机处，每启

一匣，传旨一遍，枢臣均在旁恭聆，应接阅者则取阅之，事多时促，亦不能遍及也。 传旨讫，仍由首领

太监捧至内奏事处记档，章京亦同往记档，交外奏事处传旨发出。 其传留者则枢臣见面带上，请旨

遵行。”① 可见，当日京内折件，军机大臣能在第一时间知晓旨意，而且必要情况下，还可以阅看折

件具体内容。
再如秋审黄册的处置，从光绪十五年归政后直至光绪末期，仍然延续垂帘之制，军机处始终深

度参与。 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十八日，军机处奏称：“蒙发下四川等省勾到本内，甘肃省斩

犯王尕受一名，本日据杨昌濬奏到，本年六月间河州监犯马本个等反狱，王尕受守法不从，并因声喊

致被殴伤，请将原犯罪名减一等定拟，等语。 臣等公同商酌，拟请旨将王尕受一名暂行免勾，饬下刑

部核议具奏。”② 由此奏可知，此时勾到黄册仍然发交军机处审核，军机处根据最新状况拟旨免勾。
又据瞿鸿禨记载：“朝审勾到黄册，内阁请旨定期约分数日，枢臣于前一日入对时，将某省朝审册捧

上，陈于御案，另有奏片照部拟将某犯罪名情节之可矜缓者分别拟旨，一拟予勾，一拟免勾，带匣一

并面呈两宫鉴核，每将免勾之旨留下，其予勾一道皇上即时撕破。 次日将免勾之旨随黄册发下，大
学士暨刑部堂官（今改法部）偕至军机处门外，枢臣捧出交领。”③ 可见，光绪末年，秋审黄册勾到

仍由军机大臣预先拟旨，再由两宫决定。
光绪中后期，军机处在人事任命中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 光绪中期的军机章京继昌说：“旧

制，军机处缮写简授员缺谕旨均空其名，以待御笔填写，近则进单请朱圈发下，即由章京照缮，仍将

原单缴进，谓之恭缴朱笔。”④ 查阅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四年的相关档案，未有军机处呈递空名

谕旨之事。 可见，光绪十五年以后简放官员仍由军机处进单请点，并未恢复缮写空名谕旨的旧制。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重出训政，此时简放各缺依然是军机开单，召见时决定人选。 据瞿鸿禨记载：
“枢臣每日入对，将内外折件之应请旨者、官缺之应请补署、差使之应请点派者均开缺目名单，汇为

一匣，事多则分两匣……承旨单如有差缺请简派则接递缺目及名单，陈明请旨，朱笔圈出交下后，或
上有垂询或下有陈说，奏对终，命退，然后退。”⑤ 应补署官缺，应请点差使，主要就是在两宫召见军

机大臣时决定的。
而在召见决定官员人选时，军机大臣往往可以提出建议，举荐候选名单中的某位官员，这成为

官员任免的重要因素。 如光绪二十六年京察，“薄有清望”的湖北籍人士顺天府丞高燮曾、通政司

参议张仲炘不知何故奉旨休致，京城官员“谓枢府不能力争”，首席军机大臣荣禄“颇为清议所不

满”。 正好顺天府丞出缺，“例由内阁侍读学士及五品京堂共列入题本内叙补，名曰正本；另咨取都

察院四科八道衔名，列为副本，一并请简”。 当时，正本候选诸人只剩内阁侍读学士陈夔龙还有资

格，按序应升授。 陈夔龙是荣禄亲信，愿意将府丞让与“鄂籍科道中雅负物望”的京畿道御史胡孚

宸，以为荣禄挽回清议：“如胡孚宸朱笔圈出，楚弓楚得，匪特慰鄂人望泽之心，并可杜谏院多言之

口。”于是，当请简时，“文忠（按，即荣禄）面请以胡孚宸升授”。 由此可见，军机大臣可以推荐人选。
不过，因有工科给事中王培佑“日前因事召见，奏言拳民忠勇可用，颇蒙记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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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见其名，谓此人甚好”，就钦定以王培佑补授顺天府丞。① 又如光绪三十三年两广总督出缺，军
机处原先拟奏请以陈夔龙补授，但“鹿文端倡言谓豫抚张安圃中丞曾任广东抚藩，熟悉地方情形，
遂邀简任”。② 由于军机大臣鹿传霖的举荐，张人骏遂获简两广总督。 从中也可见军机处对于官员

任命的重大影响力。
各省密考折片单，在光绪十五年后仍然交由军机大臣处理。 翁同龢对此多有记载：光绪二十二

年（1896）四月初三日，“是日考核各省密考单（应引见者五人，应察看者二人）。 余写名单二分面

递，辰正二刻散”③；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十二日，“外折有三处密考，分手写之，颇忙”④；正月

十五日，“入时早四刻，写密考甚忙”⑤；四月初九日，“发下密考折单，后日缴……对密考，辰正三刻

与子密（按，军机大臣钱应溥）偕出”⑥；十月十九日，“是日吏部带广西思恩府周天霖，检查廿一年

密考，督称廉明，抚称操守难信，有旨令黄槐森、许振祎查奏，同堂有右之者，邸（按，恭亲王奕）意
不平，故有此举”。⑦ 日记中提及写密考，应是抄写汇集。 这些密考都由军机大臣亲自抄写，不假军

机章京之手，原件则缴回内廷。 正因为军机处抄录了密考单，所以光绪二十三年广西思恩府知府周

天霖被引见后（周天霖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奉旨开缺，送部引见⑧），军机处能够核对光绪二

十一年的密考单，发现两广总督与广西巡抚对其考语不同，因而令再查看。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慈禧太后重出训政后，密考单仍发下交由军机大臣处理。 据瞿鸿禨记

载：“枢廷一切折单，皆由章京缮写，惟二事必堂上自书。 一考差单……一督抚所奏年终密考

单，每到一省，上披览后发下，枢臣即另纸照录，固封存堂，旋将原单粘一黄签，写某年某省某人

密考单，即日带上面呈。 俟各省到齐，再将考语不佳者汇开一单，中有应调、应开缺及应察看之

员，分别请旨办理。”⑨ 每年各省密考折到齐后，军机大臣即将考语不佳者集中汇录，请旨惩办。
清末时军机大臣长期参与年终密考折片单的处理，以致时人认为年终密考“向例由军机大臣资望

在先者呈览”，并由资望较深的军机大臣抄录。○10 但事实上，这只是垂帘听政以来成例，咸丰朝以

前并非如此。
综上可知，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三十四年，虽然历经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再次走向前台，但军机处

依然延续了大部分垂帘听政时的职权。 在处理内外臣工折奏、秋审黄册、人事任命、处置年终密考

折片单等方面，军机处的参与程度都非常高，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五

总体而言，垂帘听政时期军机处职权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扩大信息获知范围

（包括密考折片单等绝密折件），全面参与政务；二是取得了京内外奏折的拟旨权。
同治元年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呈递了这样一件奏片：

4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陈夔龙、胡思敬：《梦蕉亭杂记 国闻备乘》，第 18、19 页。
陈夔龙、胡思敬：《梦蕉亭杂记 国闻备乘》，第 102 页。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 6 卷，中西书局 2012 年版，第 2946 页。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 7 卷，中西书局 2012 年版，第 3023 页。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 7 卷，第 3024 页。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 7 卷，第 3044 页。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 7 卷，第 3106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2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9 页。
瞿鸿禨：《圣德纪略·儤直纪略·恩遇纪略·旧闻纪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20），第 51、52 页。
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51 页。



刘文华 / “旧制”与“现章”：垂帘听政时的军机处职权

查向来钦奉谕旨及批折内交各部院衙门会议、速议、核议、议奏等件，该部院于议奏后并不

知照军机处。 臣等每日承书谕旨及办理各件一切无从稽查，恐有互相歧误之处。 谨公同商酌

拟交片各部院衙门嗣后遇有各项交议折件，于议奏奉旨后，将原奏及如何奉旨之处一并钞录知

照军机处备查。 其自上年十月初一日以后所有奉旨议奏各件，并即补行钞录知照。 是否有当。
谨奏请旨。①

该奏片奉旨依议。 从该档案看，此前各部议复折件及奉旨情况并不知照军机处。 这表明，垂帘

听政之前军机处对京内衙门奏折的处理参与有限。 而垂帘听政时，军机处对外省折奏则拟批、京内

折件则拟旨、题本则覆核，首次全面参与国家政务处理，甚至连宫内事务也有一定的参与权。 垂帘

听政时期，军机处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原本属于内阁（处理题本）、奏事处（处置京内奏折）的权力，
成为名副其实的沟通皇帝与外廷的枢纽。 此外，原先对军机大臣保密的各省密考折片单也下发交

由军机大臣处理，表明军机大臣对密折的知情权扩大了许多。 不过，皇太后并不会将所有密折都下

发交由军机大臣处理，尤其是那些有关官员弹劾的折件，慈禧太后往往再三权衡利弊，或推迟交发

或并不下发（光绪十年盛昱对恭亲王奕等的弹劾折就是其中典型事例）。
虽然军机处在乾隆年间已偶尔奉命直接批答奏折②，但由军机处预拟旨意全面处理发下奏折，

其实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制。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病笃的咸丰皇帝因无力亲自处理奏折，下
令御前大臣载垣、景寿、肃顺会同军机大臣共同阅看发下折报，分别拟定应批及应缮谕旨，夹签进

呈。 载垣等人阅折后，拟定奏折签条，并呈递奏片汇报折报处理的总体情况。③ 这一奏报处理模式

一直持续至当年七月十六日，即咸丰帝逝世的前一天。 同样，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

日，当光绪帝、慈禧太后病重之际，军机处亦是将外省电奏拟旨、折件“遵旨拟批”，京内折件亦“遵
拟传旨”。④ 军机大臣鹿传霖在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记载，“内外折仍照前三日奏拟进呈，交下摄政

王代批”。⑤ 作为一种非常之制而在垂帘听政时长期施行，表明军机处被赋予了非常之权。
时人何刚德认为：“两宫垂帘听政，则军机必以亲王领班……凡事由亲王作主，商之大臣而定。

每日上班，必由领班之亲王开口请旨，所请何旨？ 即未上班时所商定者，虽偶有更动，亦罕矣。”⑥

显然，军机大臣所拟旨意大多成为圣旨。 醇亲王奕 对此亦有腹诽。 同治十二年，山东奏报拿获杀

害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逆首”张凌云，醇亲王奏请特降明诏赐祭僧格林沁，折中称：“或谓事逾数

月，难于补行。 臣愚以为，去年系军机大臣拟旨，现在乃圣主当阳，迥不相侔，自无不可。”⑦ 醇亲王

言语之中，蕴含对垂帘时期军机大臣预拟旨意模式的不满与非议。
当然，军机处所获得的毕竟只是拟旨权，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所拟旨意需要经过皇太后的审

核与最终裁决。⑧ 针对醇亲王的攻讦，恭亲王奕辩称：“伏思臣自咸丰十一年十月后，与文祥等接

办军机处事务，凡遇有明发寄信谕旨，俱于召见时恭请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

酌裁，承书后仍复敬呈御览，蒙钤用御章发下，再行分别宣布。 其内外臣工折奏有应行恭缮批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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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照道光、咸丰年间旧式缮写进呈，恭候圣裁。 如应请旨定夺者，仍于召见时请旨后恭缮批旨……
上年丁宝桢所奏拿获捻匪张凌云一折，臣等于召见时请旨后，敬缮批旨恭呈御览，非敢任意拟

批……稍有关系之件亦未敢不候谕旨，擅行拟议。”① 恭亲王称“非敢任意拟批”，并未“擅行拟

批”，虽然是自我辩护，但仍然清楚地表明，军机处所拟批旨、谕旨，均需得到皇太后的认可后才成

为谕旨下发。
总之，垂帘听政期间，军机处职权虽然大为扩张，扩大了参与政务的范围，但并未对皇权形成实

质性威胁。 这一方面是由于皇太后并未完全丧失信息垄断权与信息处理主动权，再则军机处的拟

旨仍需得到皇太后的审核与认可，尤其是高级官员的任命，皇太后具有决断权，当皇太后有属意人

选时，军机大臣是不太可能违抗的。
不过，垂帘听政期间，虽然慈禧太后精于权术，御下有方，也有能力把持最高决策权，但毕竟执

政阅历欠缺、政治经验不足，加之男女之防，其对军机处的依赖甚深。 由此，军机处获得了更多的职

权。 自垂帘体制确立至同治四年恭亲王奕被剥夺议政王头衔，这一时段军机处权力最大，有学者

称之为太后与恭亲王的“准平等的合作”。② 此后，奕议政王头衔被夺，但仍然是军机首席，其他

军机大臣人员依旧。 同治帝短暂亲政后早逝，光绪帝幼年继位，两宫皇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军机处

仍然是以恭亲王为首的班底。 直至光绪十年甲申政变，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去职，礼亲王

世铎等继任，由醇亲王奕 幕后主持，孙毓汶为核心。 总之，在垂帘听政期间，虽然军机大臣人员有

变更，皇太后的信任程度有别，但是军机大臣的职能基本维持稳定，权力巨大。
由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权力交接得不彻底，也由于制度惯性，加上礼亲王世铎领衔的军机大

臣班底的延续（此班底直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后才有所变更），垂帘听政时期的相当一部分“现
章”在归政后仍然延续，包括勾到、简放官员、密考折片单的处置等。 这深深地影响了归政后的中

枢权力分配。 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四年，光绪帝虽然亲理朝政，但上有掌握军国要事最终决策权的慈

禧太后，下则是职权扩张的军机处，皇权并不完整。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重出训政，光绪帝沦为

傀儡，军机处则延续了光绪十五年以来的职权，而此时慈禧太后年老“倦勤”，敷衍为政。 清末重臣

岑春煊称：“太后……内亦实有倦勤之意，由是锐气尽消，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于

及身无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③；清末御史胡思敬也说：“太后年老多病，方以后事为忧，日渐废弛，
外情亦不能尽达也”④，“孝钦西巡还……年且髦矣，屡更忧患，后事遥遥不可知，因推权政府不肯任

劳怨”。⑤ 因此，两宫回銮后，军机处除了延续此前职权外，由于慈禧太后推权相与，加之先后任首

席军机大臣的荣禄、庆亲王奕劻均深受信任，军机处之权责有增无减。⑥ 光绪三十三年（1907），慈
禧太后下懿旨，“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⑦ 慈

禧太后既称军机处“综司庶政”，又令军机王大臣察核各衙门事务，这与嘉庆帝公然宣称“是军机大

臣承旨书谕，并非将臣工翊赞之职，尽责之此数人也”⑧，有天壤之别，军机大臣的权位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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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华 / “旧制”与“现章”：垂帘听政时的军机处职权

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溥仪年幼继位，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载沣摄

政期间，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军机处权势并未削夺。 在制定摄政王仪制时，曾有拟议：“紧要之奏

折由摄政王饬令枢垣拟批，再行照批办理。”① 为此，给事中忠廉等上奏建议：“封奏宜直达摄政王

所居便殿，自行开拆也。”他们担忧的是，如果摄政王传见军机大臣时，“与各大臣同拆章奏”，这样

“天泽不分，流弊无所底止”。② 御史谢远涵也建议：“拟请群臣封奏应直达监国摄政王所居便殿，
每日于召见枢臣前先将进呈封奏披览完毕，然后召见诸臣，命其各抒所见，庶以崇政体而杜分歧。”
谢远涵同样担忧摄政王“与枢臣同处于政府之一机关而不过为枢府之领袖耳”。③ 虽然最终该拟议

未纳入摄政王礼节，忠廉、谢远涵等人的担忧也并未成为现实，但已可见一斑。 载沣摄政初期，据说

“现在一切政事虽均由摄政王一人主任，而王谦让异常，不敢专擅，稍重要之事件辄令枢臣拟批，然
后用蓝笔照行……与枢臣见面时，议决之权多从庆邸，咨访之事多就张相，益以谦退自矢”。④ “一
应奏片单件由内监送进摄政王阅毕，往往请庆邸进内商量，其他各枢臣非传进则不得进。 惟摄政王

决行事件多不自己主张，大半惟枢臣之言是听。”⑤ 后来亦有评论称：“监国摄政王谦恭自牧，事无

大小，悉咨廷臣，又天下所共闻也。”⑥ 宣统二年（1910），国会请愿代表甚至称：“庆王爷乃皇室懿

亲、朝廷元老、军机领袖，德业勋劳久为天下所尊仰，断无庆王爷赞成而监国犹驳斥之理。”⑦ 资政

院也表示：“现在官制未改，内阁未立，而军机大臣既有赞治几务之明文，又有副署诏旨之定制，目
为政府，理固宜然。”⑧

宣统年间，朝野舆论往往抨击军机处不负责，因而要求明定军机处责任，设立责任内阁，最终出

现质问军机处是否负责，甚至弹劾军机大臣的风潮。 这固然与预备立宪后建立责任政府的思潮深

入人心息息相关，但也与这一时期军机处掌握很大实权有关。 而军机处之权势又与摄政王载沣权

威不足有关。 载沣自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学习入直，与庆亲王奕劻为首的众军机

大臣本为同僚，在帝位嬗替之际，其一跃而为监国摄政王，而本人又比较谦抑，明显权威不够。 在一

个谦抑而权威不足的最高统治者之下，又继承了光绪末期本已扩大的权势，军机处的权力无疑更为

增强。 但不能忽略的是，光绪后期军机处本已权重。 而军机处权力扩张的起源，还是在垂帘听政之

时。 垂帘听政时关于军机处职权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深深影响了晚清最后 50 年的历史进程。

（责任编辑： 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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